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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是近年来中国公共政策执行领域中极具典型性的案例，其在实践中面临的执行偏差问题集

中反映了政策执行的结构性困境。本文以史密斯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

群体与环境因素四个维度，系统剖析“双减”政策执行的运行逻辑，识别四要素之间的核心张力及其互

动机理。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困境并非源于某一要素的孤立缺陷，而是根植于四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政策目标的模糊性与考核体系的刚性之间形成张力，执行机构面临权责错配与资源匮乏的双重约束，目

标群体的利益分化与激励不相容加剧了配合意愿的不足，而应试教育的社会文化惯性则构成了深层环境

阻力。四重张力相互关联、彼此强化，形成执行困境的锁定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从政策设计的清晰化

与弹性平衡、机构权责的匹配性调整、目标群体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以及社会信任生态的系统培育四个

方向协同推进，并以“执行–反馈–调适”的闭环机制作为动态平衡的保障。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通

过具体案例的经验分析，将史密斯模型从描述性框架推进为可检验的分析工具，并为“张力”与“动态

平衡”提供了操作化的界定与可观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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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serves as a paradigmatic case in the realm of public policy imple-
m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ose practical deviations epitomize the structural dilemmas 
inherent in policy execution. Employing Smith’s process model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
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s implementa-
tion across four dimensions—idealized policy, implementing agencies, target groups, and environ-
mental settings—and identifies the core tensions and their interactive mechanisms among these 
four elem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mplementation dilemmas do not stem from isolated defi-
ciencies in any single element, but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s among the four: 
tensions arise between the ambiguity of policy objectives and the rigidity of assessment systems; 
implementing agencies are constrained by mismatched authority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arget 
groups exhibit preference divergence and 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 undermin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comply; and the socio-cultural inertia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constitutes a profound 
environmental barrier. These four tensions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creating a lock-in effect that 
perpetuates implementation failur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dvocates a systemic synergy ap-
proach encompassing four coordinated directions: enhancing policy clarity while preserving flexi-
bility, realigning agency authority with resources, designing incentive-compatible institutions for 
target groups, and fostering a social ecology of trust, underpinned by a closed-loop “implementa-
tion-feedback-adaptation” mechanism to sustain dynamic balance. The princip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advancing Smith’s model from a descriptive heuristic to a testable analytical tool 
through case-grounde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in offering operationalized definitions and observ-
able indicators for the core concepts of “tension” and “dynamic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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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生命线。现实中，大量公共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往往不

是政策设计本身存在重大缺陷，而是执行环节出了问题，比如“中梗阻”“最后一公里”“政策空转”等

描述，这些都是对政策执行困境的生动写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体系日趋完备，但执行问题

始终是困扰治理实践的突出难题。从环保督察中企业的运动式停产，到安全生产领域的以文件落实文件，

再到民生政策中群众反映的上面很好、下面好狠，执行偏差的形态千差万别，但其背后的逻辑是否存在

共性，执行困境的结构性根源究竟是什么，如何实现有效的优化？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关切。在

政策执行研究领域，托马斯·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以下简称“史密斯模型”)提供了一个经典而简

洁的分析框架。他于 1973 年在《政策科学》期刊发表《政策执行过程》一文，指出政策执行受四个核心

因素的交互影响：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1]。这一模型的价值不仅在于识别了关

键变量，更在于强调执行是四要素之间持续互动的动态过程，而非自上而下的线性传导。本文借助史密

斯模型，对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逻辑、困境与优化路径展开系统分析。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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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政策) [2]。该政策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在地方实践中，政策

执行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学校教学提质增效不达预期、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屡禁不止、家长教育焦虑不

减反增等现象普遍存在。这一案例集中呈现了政策执行的多重困境，为借助史密斯模型进行系统分析提

供了理想的经验素材。 

2. 分析框架 

2.1. 模型的提出与核心要义 

1973 年，史密斯在《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对早期政策执行研究的“空想”倾向提出批评[1]。他指

出，当时的研究存在一种天真的预设，政策一旦制定，就会自动被执行。实际上，政策执行是一个充满

张力的复杂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基于这一认识，史密斯建构了一个包含四个核心变量及其互动

关系的分析模型。史密斯模型将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归纳为四类：第一，理想化政策，即政策本身的合

理性、清晰性与可行性；第二，执行机构，即负责政策实施的组织及其人员；第三，目标群体，即政策直

接作用的对象，其规模、组织化程度、对政策的认知与接受意愿；第四，环境因素，即影响政策执行或被

政策执行所影响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1]。这四类因素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史密斯特别强调，

执行过程中会产生紧张关系，当政策要求与执行机构的能力不匹配，或目标群体的反应与政策预期不一

致时，紧张便会出现。这种紧张需要通过反馈机制传导回政策制定环节，推动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因此，

政策执行不是线性的制定–实施–完成，而是循环往复的互动–反馈–调适过程。 

2.2. 政策执行理论谱系中的史密斯模型 

史密斯模型并非政策执行研究的唯一理论工具。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政策执行研究形成了若干

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框架。史密斯模型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四要素的简洁性。它将影响政

策执行的复杂因素归纳为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维度，既抓住了关键变量，

又保持了分析的可操作性。其二，对互动关系的强调。史密斯模型不是线性框架，而是将政策执行理解

为四要素之间的持续互动与紧张调适过程，这与当代中国政策执行中“试验–反馈–调整”的实践逻辑

高度契合。其三，对目标群体的重视。在早期执行研究中，目标群体常被忽视或被视为被动接受者，史

密斯模型则将其提升为与政策、机构、环境并列的核心变量。当然，史密斯模型也存在局限。它更多是

一个分类框架而非因果理论，它告诉我们哪些因素重要，但对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在什么条件下哪

种因素起主导作用的解释尚不充分。此外，模型对四要素的划分较为宏观，各要素内部的具体机制有待

进一步细化。本文在运用史密斯模型时，将结合中国政策执行的具体情境，在四要素框架下引入更具解

释力的中层概念，以弥补模型在因果机制解释上的不足。 

2.3. 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史密斯模型自提出以来，已在教育、卫生、环保等多个政策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中国场景下，这

一模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四要素框架与中国政策执行的经验结构高

度契合。理想化政策对应的是中央和上级的政策设计；执行机构涵盖各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目标

群体涉及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对象；环境因素则包含了体制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舆论等

宏观条件。四要素的划分，为分析中国政策执行提供了清晰的概念抓手。其二，模型对紧张关系和反馈

机制的强调，有助于解释中国政策执行中的动态演变。政策试验、督查整改、评估修订等实践，本质上

都是对执行紧张的回应与处理。其三，模型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的执行模式或最

佳路径，而是提供了一个启发式框架，允许研究者根据不同政策领域的实际状况进行细化。研究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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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要素的基础上，引入更具体的变量来解释特定领域的执行现象。当然，史密斯模型也存在一定局限。

它更多是一个分类框架，而非严格的因果理论，它告诉我们哪些因素重要，但对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

在什么条件下哪种因素起主导作用的解释尚不充分。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之间的互动逻辑做出

更细致的分析。 

3. 公共政策执行的运行逻辑 

借助史密斯模型，可以将公共政策执行的运行逻辑解构为四个维度的要素互动。 

3.1. 理想化政策 

理想化政策是执行的起点。政策本身的质量、目标的清晰度、手段的可行性、内部的协调性在很大

程度上划定了执行的可能性边界。一项理想化程度较高的政策，应当具备几个特征，目标表述明确，不

存在相互矛盾的条款；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具有逻辑关联，而非脱节或冲突；实施路径经过审慎论证，

考虑了执行所需的资源和条件。脱贫攻坚中的精准识别标准和退出机制、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

都可以视为理想化程度较高的政策，前者路径清晰，后者规则简单透明、执行自动化[3]。反之，如果政策

目标笼统含糊、不同条款相互打架、或者对执行条件做出不切实际的预设，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执行条件下，

政策也很难有效落地。政策本身的缺陷，是一切执行困境的第一重来源。“双减”政策的目标表述具有高

度的原则性，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对如何减、减到什么程度缺乏操作性界定。政策同时

要求学校提质增效与校外培训机构严格监管，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政策文本中并未得到充分协调。 

3.2. 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是政策从文本走向现实的组织载体。在中国行政体制中，执行机构涉及纵向的各级政府层

级和横向的各个职能部门[4]。其对执行效果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权责配置。执行机构是

否拥有完成政策目标所必需的权力和资源。如果责任层层下压而权力与经费未能同步下沉，执行便成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组织能力。包括执行人员的专业素质、组织内部的协调效率、信息系统的支撑

力度。政策越复杂，对组织能力的要求越高。三是激励机制。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的利益是否与政策目

标兼容。如果做好做坏一个样，甚至做得越多错得越多，执行的动力便会衰减[5]。“双减”政策执行中，

教育行政部门承担监管责任，但缺乏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有效执法的充分授权；学校作为主要执行载体，

面临师资结构性短缺、课后服务内容同质化等能力瓶颈。执行机构的权责配置与组织能力难以匹配政策

要求。 

3.3. 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是政策作用的对象，其规模、构成与反应，构成影响执行的重要变量。目标群体的行为逻

辑，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政策与目标群体利益的兼容程度。如果政策要求与群体利益高度冲

突，比如环保法规要求高污染企业投入巨额治污设施，抗拒就不可避免。如果政策利益与群体利益一致，

比如惠农补贴配合度通常较高。第二，政策要求的行为改变幅度。要求目标群体做出的行为调整越小，

接受度越高；反之，如果政策要求彻底改变既有生活方式或生产习惯，执行的阻力就会显著增大。第三，

目标群体的组织化程度。高度组织化的群体更有能力进行集体表达和利益博弈，可能形成有效的政策反

馈，也可能构成有组织的执行阻力[6]。分散的个体虽单个力量弱小，但规模庞大时，沉默的不配合同样

可以消解政策实效。“双减”政策涉及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培训机构等多重目标群体，各方利益诉

求高度分化。家长的教育焦虑并未因政策出台而缓解，反而因不确定性增加而加剧；培训机构在生存压

力下采取隐蔽经营、变异培训等规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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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政策执行的“底色”，它们通常不直接进入政策文本，却深刻地塑造着执行的可能与限

度。政治环境涉及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与权力运行逻辑。在中国的目标责任制和一票否决机制，深刻影

响了执行机构的行为取向[7]。经济环境决定了资源可动员的上限。经济发达地区通常能投入更多的人力

物力推动政策执行，而欠发达地区面临的资源约束更为严峻。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因此会转化为执行效能

的差异。社会文化环境涉及公众对政府的基本信任、社会协作传统、法治意识等。在社会信任存量较高

的环境中，政策的推行成本相对较低；而在社会信任薄弱的环境中，每一项政策都可能面对更多的质疑

和消极应付。“双减”政策的执行嵌入于“应试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中考、高考的选拔机制未根

本改变，社会对教育成功的评价标准依然单一，这使得政策执行面临深层的文化阻力。 

4. 核心概念 

为使分析更具可操作性，本文对两个核心概念做如下界定： 
“张力”指政策执行过程中四要素之间因目标、资源、利益或逻辑不一致而产生的结构性紧张关系。

在本研究中，“张力”可通过以下可观测指标加以识别：(1) 目标–手段张力：政策目标的要求与执行机

构可用的手段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如“双减”政策要求学校提质增效但师资与经费不足)；(2) 要求–能力

张力：政策对目标群体的行为要求超出其实际承受能力(如环保政策要求小微企业短期内配置昂贵治污设

备)；(3) 规则–资源张力：政策规则的设计与可动员的资源之间不匹配(如垃圾分类要求精细分类但末端

处理设施不健全)；(4) 激励–行为张力：政策激励方向与目标群体的理性行为选择相悖(如家长因教育焦

虑而抵制减负政策)。张力的强弱可通过目标群体的配合率、执行机构的完成率、政策投诉率、基层干部

的主观负担感等指标进行测量。 
“动态平衡”并非指四要素之间达成某种静止的、最优的均衡状态，而是指在持续互动中形成的适

应性协调状态。其可观测指标包括：(1) 反馈的及时性：执行中的问题能否在合理时间内传导至政策制定

层并触发调整；(2) 调整的适度性：政策调整是否既回应了执行反馈又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3) 张力的可控性：四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非积累到引发执行崩溃的程

度；(4) 目标的渐进达成：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动态调适中逐步逼近而非持续偏离。简言之，动态平衡是一

种“有管理的张力”——不是消除张力，而是使张力保持在可调适的范围内，并通过制度化的反馈–调

整机制防止张力累积为不可逆的执行失败。 

5. 公共政策执行的结构性困境 

如果说第三部分是对要素如何运作的逻辑阐释，那么本部分则聚焦于运作如何失灵。基于史密斯模

型，政策执行困境可以从四个维度的内部缺陷及其匹配失调两个层面加以识别。表 1 对此做了概要呈现。 
 

Table 1. Identification of implementation dilemmas based on Smith’s model 
表 1. 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执行困境识别 

分析维度 核心困境 “双减”政策中的典型表现 

理想化政策 模糊性与刚性的冲突 政策目标原则化，但地方考核要求可量化的压减指标 

执行机构 权责与资源的错配 教育部门监管责任重但执法权有限，学校师资与经费不足 

目标群体 激励不相容 家长教育焦虑不减，培训机构隐蔽经营规避监管 

环境因素 正向支撑不足 应试教育社会文化惯性，中高考选拔机制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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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理想化政策的困境 

政策自身的质量困境，集中体现为模糊性与刚性之间的矛盾。许多政策在制定时，目标被刻意表述

得原则化、弹性化。积极推进、大力发展、因地制宜等用语，赋予政策极大的解释空间。这种做法的合理

性在于中国地域差异巨大，整齐划一的标准难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地方实际。弹性表述为地方自主性保留

了余地[8]。但问题在于，当这些模糊的政策目标进入执行链条后，考核体系往往要求刚性达标，指标要

量化、时间要明确、责任要到人。政策在设计阶段预留的弹性，在执行阶段被考核的刚性所挤压。基层

面临一个两难，政策没有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但考核却要求他们必须做好。这种模糊性授权与刚性问

责的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形式主义应对和选择性执行的深层诱因。 

5.2. 执行机构的困境 

执行机构的困境，源于纵向的“权责倒置”与横向的“碎片化”两个层面的问题。纵向上，中国行政

体制呈现出权力上收、责任下移的特征。上级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而具体执行任

务被层层下压至基层。街道办、乡镇政府承担着大量属地责任，却不掌握相应的执法权。垃圾分类、安

全生产、环境治理，几乎每一项政策最终都落在基层，但基层推动这些事务所需要的经费、编制和授权

往往并不同步到位。横向上，政策执行往往需要多部门协同。环保政策涉及生态环境、住建、发改、工信

等多个部门；扶贫政策涉及农业农村、教育、卫健、民政等数个系统。但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各部门有各

自的考核体系和利益考量[9]。协调成本高企，信息共享不畅，推诿扯皮屡见不鲜。当政策执行要求跨部

门联动时，体制性的协调障碍便成为突出瓶颈。 

5.3. 目标群体的困境 

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接受或抗拒，取决于个体理性与政策目标是否相容。当政策要求与群体利益一致

时，执行顺水推舟；当政策要求与群体利益冲突时，执行举步维艰。环保规制要求企业降低排放，但治

污投入可能侵蚀利润；城市管理要求流动摊贩退路入市，但正规市场的摊位费超出小贩的承受能力；垃

圾分类要求居民改变投放习惯，但增加了居民的日常时间成本。在每一个这样的要求–利益落差中，目

标群体都有激励采取规避、应付乃至抵制行为。合规成本的高低是另一个关键变量。如果政策要求在现

有条件下确实难以企及，比如要求小微企业在短期内配置昂贵的环保设备，那么即使目标群体主观上愿

意配合，客观上也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执行偏差，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5.4. 环境因素的困境 

有利的环境因素可以为政策执行提供润滑剂和加速器，而不利的环境因素则会成为执行的桎梏。经

济环境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收紧的背景下，许多需要配套资金支持的政策面临有心无力的窘

境。一些高度依赖地方财政投入的政策。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经

济下行周期推进困难，实属必然[9]。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在一些领域，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度不足，

影响了政策执行的群众基础。重大项目建设中频发的邻避效应，表明即便政策目标正当、程序合法，若

缺乏社会信任，执行也会遭遇超出预期的阻力。此外，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公共责任伦理等社会文化

资源的存量，也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目标群体的配合意愿和执行机构的履职状态。 

5.5. 核心困境 

如果将上述四重困境做一整体审视，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结构性特征，政策执行困境并非源自某一

个要素的孤立缺陷，而是源自要素之间的不匹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四要素之间的核心张力及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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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理想化政策以目标原则化为特征，执行机构面临权小责大的困境，目标群体处于激励不相容状态，

环境因素则表现为经济承压与信任薄弱。四者之间形成了多重张力关系，张力①体现为理想化政策与执

行机构之间目标模糊与考核刚性的矛盾，上级以原则性表述下达任务，却要求基层对执行结果刚性达标；

张力②反映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责任下压与资源缺失”的落差，执行者在不充分条件下推动政策

落地，削弱了其与目标群体有效互动的能力；张力③表现目标群体与执行机构之间“政策要求与群体利

益”的冲突，政策目标与群体诉求不一致时，目标群体倾向于消极应对，反过来加剧执行难度；张力④

则是环境因素同时作用于执行机构和目标群体，经济下行与社会信任薄弱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互不信任

与消极博弈。四条张力线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揭示出执行困境并非源于某一要素的孤立缺陷，而

是源于要素之间持续的结构性失衡[10]。这些张力相互关联、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锁定效应，模糊政策

加重执行机构的负担，执行机构的弱势姿态降低目标群体的配合意愿，目标群体的消极应对为执行机构

的形式主义提供合理性，不利的环境因素进一步约束所有行动者的选择空间。打破这一僵局，需要系统

性的要素协同优化。 

6. 公共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 

既然困境的根源在于要素之间的张力，优化路径就不能是单点式的修补，仅改善某一个要素而忽视

其他要素，可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11]。例如，在理想化政策层面提高清晰度，却不给执行机构配置

相应资源，只会强化看得见、够不着的无力感；在执行机构层面加大问责力度，却不改善目标群体的激

励兼容，只会倒逼出更精致的策略性应付。本文主张采用要素协同的优化思路。将理想化政策、执行机

构、目标群体与环境因素视为一个需要协同推进的系统，从以下四个方向同步发力。 

6.1. 政策维度 

政策设计需要在过于模糊与过于刚性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政策目标应当尽可能清晰可测，为执

行提供明确方向，也为考核提供可靠依据。但对于确实存在地区差异的事项，应当明确划定弹性空间，

而非以模糊语言一笔带过[12]。具体措施：建议在政策出台时同步制定“政策执行操作手册”，将原则性

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阶段性指标。例如，可借鉴“双减”政策中部分地区的做法，将减轻作业负担细化

为“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等可测度

指标。对于确实存在地区差异的事项，应明确划定弹性空间的边界，哪些可以因地制宜、哪些必须整齐

划一，应在政策文本中予以明示。 

6.2. 机构维度 

执行机构的优化，核心在于纠正权责配置的失衡[13]。纵向上，应当建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匹配

机制。当政策任务下压到基层时，相应的执法权限、经费保障和人员配置应当同步到位。对于确实超出

基层承载力的任务，应当实事求是地调整目标，而非强令创造条件也要上。可以考虑在政策出台时同步

制定执行资源配置方案，使责任下放与资源下沉在制度层面形成联动。横向上，需要降低跨部门协调的

成本。对于涉及多部门协同的政策，应明确牵头部门的协调权限，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的制度化渠

道。可以考虑设立常态化的政策执行协调机构，避免一事一议、每次从头协调的高昂成本。具体措施：

纵向上，建议建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法定匹配机制。在政策出台时同步制定《执行资源配置方

案》，明确各级执行机构的执法权限、经费保障标准和人员编制要求。横向上，建议设计跨部门协同的

信息平台与绩效考核机制：一是建立统一的政策执行信息共享平台，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二是

在绩效考核中设置“协同度”指标，将部门间的配合程度纳入考核体系，对协同不力的情况实行“一票

否决”；三是设立常态化的政策执行协调机构，降低协调的制度成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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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群体维度 

减少目标群体的执行阻力，需要从利益和成本两个方向着力。激励相容方面，应当尽可能设计使目

标群体利益与政策目标一致的机制。环保政策可以更多采用排放权交易、绿色补贴等市场化手段，而非

单纯依赖罚款和关停；城市管理可以降低正规市场的准入门槛，给小贩以合规经营的可行出路[15]。利益

一致时，执行便从推着走变成了自己走。合规成本方面，政策在制定阶段就应评估目标群体的实际承受

能力，并提供必要的过渡期和技术支持。对于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可考虑提供合规补贴或分阶段达

标的路径，避免“一步到位”的要求将合规者逼向违规。 

6.4. 环境维度 

政策执行不是在真空中运行，它嵌入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16]。长期来看，需要致力于培育支撑政策

有效执行的社会生态。经济层面，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合理的地方财力，为政策执行提供基本的资源保

障。在经济下行期，更应审慎出台高度依赖地方财政配套的政策。社会文化层面，政策执行过程本身也

是积累或消耗社会信任的过程。公正、透明、一贯的执行，会逐步积累信任存量；选择性、运动式、不透

明的执行，则会侵蚀信任基础。执法公平、程序正义、信息公开，不仅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也是为日

后各项政策执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长期投资[17]。具体措施：经济层面，建议建立政策执行的财政承受

能力评估制度——在政策出台前，对地方财政的配套能力进行审慎评估，避免出台超出地方承受能力的

政策。社会文化层面，建议将政策执行的透明度与程序正义作为制度化要求——政策执行的过程信息应

向社会公开，执行中的调整与变通应有明确的程序规范。正如深圳市垃圾分类的经验所示，转变宣传教

育思路、改变宣传焦点、内容和形式，是培育社会信任、降低执行阻力的基础性工程。 

6.5. 机制保障 

上述四维优化的有效落地，需要一个机制层面的保障，构建运转顺畅的“执行–反馈–调适”闭环。

当前政策执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反馈机制不够健全。基层执行中发现的问题、目标群体的合理诉求、

环境条件的客观变化，难以高效、真实地传导回政策制定层面。信息反馈渠道不畅，既造成政策调整滞

后于实际，也倒逼基层以报喜不报忧的策略应对考核。应当将政策执行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制度化[18]。一

方面，建立独立的政策执行效果评估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和受益对象评价，减少执行机构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的信息垄断。另一方面，将反馈意见作为政策修订的正式输入，而非仅仅作为考核的扣分依

据。只有当基层敢于反映问题、反映的问题能够推动政策改善时，执行与制定之间的良性循环才可能形

成[19]。具体措施：经济层面，建议建立政策执行的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制度——在政策出台前，对地方财

政的配套能力进行审慎评估，避免出台超出地方承受能力的政策。社会文化层面，建议将政策执行的透

明度与程序正义作为制度化要求——政策执行的过程信息应向社会公开，执行中的调整与变通应有明确

的程序规范。正如深圳市垃圾分类的经验所示，转变宣传教育思路、改变宣传焦点、内容和形式，是培

育社会信任、降低执行阻力的基础性工程。 

7. 结论 

本文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四个

维度，对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逻辑、困境与优化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政策执行并非自上而

下的线性传导，而是四要素之间持续互动的动态过程。执行困境的根源，不在于某一个要素的孤立缺陷，

而在于要素之间的张力与失衡——政策的模糊性与刚性的冲突、执行机构的权责错配、目标群体的激励

不相容、环境因素的正向支撑不足，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掣肘。基于这一认识，优化政策执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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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单点式的修补，而应采用要素协同的思路：在政策维度上寻求清晰与弹性的平衡，在机构维度上实

现权责与资源的匹配，在群体维度上提升激励相容与降低合规成本，在环境维度上培育正反馈的社会生

态，并以“执行–反馈–调适”的闭环作为机制保障。唯其如此，政策才能从纸面走进现实，从意图变成

实效。史密斯模型为我们理解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局限。这一模型的

四要素划分较为宏观，各要素内部的具体机制，执行机构的组织文化、目标群体的分化程度、环境因素

的动态变化，有待进一步细化。此外，模型对四要素之间作用机制的刻画较为概略，何种条件下何种要

素起主导作用、要素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因果路径，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探索。后续研

究可以聚焦于具体政策领域的案例比较，在史密斯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中层理论。 
本文对“张力”与“动态平衡”的操作化界定，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测量的分析工具。未来研

究可在具体政策领域中，通过目标群体的配合率、执行机构的完成率、政策投诉率、基层干部的主观负

担感等指标测量张力的强弱；通过反馈的及时性、调整的适度性、张力的可控性、目标的渐进达成等指

标评估动态平衡的实现程度。这将使史密斯模型从描述性框架进一步发展为可检验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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